
 
* 孟勤国,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1〕 参见梁慧星:《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争论———兼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两个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载 《甘肃政法学

院学报》2018年第3期;李培林、陈甦:《民法典分则编纂中的人格权立法争议问题》,载 《法治研究》2018年第3期。

No.4,2019
pp.30 36

论人格权的伦理价值

孟勤国*

内容提要:人格权的伦理价值即人的主体价值,人的主体价值包括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罗马法

上的人格确认了部分人的主体价值。德国民法上的权利能力确认了本国人的主体价值,但权利能

力以人的个体价值为本位,仅仅确立了人人生而平等这一主体价值底线,不能满足人的主体价值

的现代需要。现代人格权旨在充分实现所有的人的主体价值,追求人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利

益平衡。这一伦理价值是人格权的本质,决定着人格利益、具体人格权权利义务、人格权保护的

正当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人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具体诉求与相互关系应当成为人格权编立

法的基本依据。

关键词:人格  权利能力  人格权 主体价值

一、人格权的伦理价值是人格权保护的基础

人格权成为 《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一编,意味着立法者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争议作出

了选择。人格权编草案公布后,反对的学者几乎逐条予以批评,〔1〕虽然夹杂成见和情绪,但许多

批评依然值得理性深思。作为民法典唯一的中国创造,人格权编草案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怎么评价

也不过分,但该编的规定确实比较粗糙,不乏目的不明、逻辑含糊、内容失衡、表达不当之处。

这不是因为立法机关不努力,而是现有研究还没有深刻认识人格权的伦理价值。

学者普遍注重人格权的伦理价值。马俊驹教授指出,人格权是以人自身的要素为客体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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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所谓人自身的要素,即人的伦理价值。〔2〕王利明教授将人格权定义为基于对人格尊严、人

身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尊重而形成的人格利益。〔3〕王泽鉴教授指出,人格权的意义在于维护、促

进人性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4〕梁慧星教授认为,人格权是自然权利,具有防御性、先在性、

不可定义性、不可言说性。〔5〕争议双方都以人格权的伦理性为立论的基础,这足以说明人格权

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人格权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伦理价值,无论是建构人格权理论体系,还是人

格权立法。

人素有万物之灵之称,既是生物人也是伦理人,前者从自然生物的意义上定义,后者从社会

主体的意义上定义。伦理人源于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法学派,是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思想

的外化,伦理人概念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以人是一种具有意识并能独立思考的主体确立人的价

值,从而形成了与人的生物价值根本不同的伦理价值。萨缪尔·普芬道夫认为,人与动物相比的

根本区别是人具有理性,进而提出人是一种 “伦理存在体”(EthikBesteht),只有人才具有理智

和意志。〔6〕承继普芬道夫的思想,沃尔夫认为,只有具有理智和意志的伦理人,才能决定或者

克制自己的行为,才能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康德则主张,每一个人都作为目的而存在,任何人

都不能成为他人的工具。〔7〕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是唯一的主体,其他都是客体。

主体是能够认识世界、影响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身的实在,人的伦理价值就是人的主体

价值。

二、人格权的伦理价值同时包含人的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

人的主体价值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价值? 在梁慧星教授眼里,人的主体价值是与生俱来的、先

天的、不可言说的,是无须法律确认也不由法律扩张或者限制的。这实际上就是自然法学派的观

念,或者说,梁慧星教授的立论依据来自于德国古典自然法学派。〔8〕但是,人人生而平等、天

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是人的主观理念和价值判断,是人所追求的目的,不是与人的意

识无关的客观实在。而且,承认这些价值取向主要是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成果,是人类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共识,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将某一个时代的认识当成永恒的认识,以为人类

所有的时代都是这样认识和定义人的主体价值,这显然是一个事实错误。

历史知识可以证明人的主体价值是在发展变化的。罗马法时期,“人格”一词本身就是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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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俊驹:《关于人格权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载 《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
参见王利明:《论民法总则不宜全面规定人格权制度———兼论人格权独立成编》,载 《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参见前引 〔1〕,梁慧星文。
参见杨代雄:《伦理人概念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民法体系的基因解码之一》,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

6期。
康德认为:“人乃是客观目的,那就是说,他的存在就是目的”;“你须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者别的什么

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把他当做工具”。参见 〔德〕康德: 《道德形上学探本》,唐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

46页。
参见前引 〔6〕,杨代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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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平等的产物,格,等级也。在古罗马,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主体价值,只有自权人 〔9〕才是

完整意义的权利主体,自权人须有 “家长”、 “自由人”〔10〕和 “罗马市民”〔11〕三重身份,不具

有这三重身份的人 (如家子和妇女)则属于 “受制于他人权利的人”,其中奴隶是从属于他人财

产权的人,〔12〕是物一样的客体。古罗马法并不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并不认同天赋人权,人的主

体价值是后天形成的、法律赋予的、由身份及财产所决定的,因而罗马法的无财产即无人格之说

被尹田教授奉为圭臬。〔13〕罗马法时代只承认部分人的主体地位,而且这种承认也不是一成不变

的,自由民可以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这种承认以法律的名义进行,这就有了人格这一法律概

念,有了相应的人格制度表达和确认部分人的主体价值。正如黑格尔所言,罗马的人格权不是人

本身的权利,至多不过是特殊人的权利,〔14〕所以,在罗马法时代,人格的伦理价值仅仅是部分

人的主体价值。

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成为时代的主流价值。《法

国民法典》规定法国国民平等享有民事权利,〔15〕民事主体在成年之后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第一编 “人”规定了国籍、身份证书与国民身份相关事项等。 《德国民法典》接受黑格尔的

“权利能力”〔16〕概念,以 “权利能力”确认德国公民的主体资格。〔17〕以 《法国民法典》和 《德

国民法典》为代表,近代社会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承认所有的人都是主体,改变了

罗马法时代部分人才有主体价值的状况,确认了所有的人的主体价值。人格概念不再具有取决于

身份和财产的主体等级意义,而成为一个与身份和财产无关的人人平等的主体术语。但是,《法

国民法典》和 《德国民法典》承认所有的人的主体价值也是有条件的,即法国国民或德国公民,

并不是承认全世界人的主体价值。那是一个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18〕也是一个人类跨国交流需

求有限和技术困难的时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籍是确认人的主体资格的主要依据,这是 《德

国民法典》创设 “权利能力”概念和制度的历史背景。权利能力的唯一功能是确认本国人具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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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罗马法原始文献:I.1.8pr.,转引自 〔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3页。

罗马法中人法的基本划分是:所有的人或者是自由人,或者是奴隶;自由是一种自然权利,每个人可以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除非受到法律或者其他强力的禁止;只有自由人才能够享有自由权,而奴隶则受制于他人的权力。参见罗马法原始文

献:D1,5,3;D1,5,4pr.。转引自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 《民法大全选译:人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35页。
非罗马市民并不享有罗马市民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利,例如,“无国籍人”并不享有市民法所规定的权利。参见罗马法

原始文献:D.48,19,17,1.,转引自前引 〔10〕,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书,第35页。
参见罗马法原始文献:D.1.6.8.1,转引自 《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尹田教授以罗马法的 “无财产无人格”之语解释现代民法,是用错了场景,已有学者进行批驳,参见薛军:《“无财

产即无人格”质疑》,载 《法学》2005年第2期。
参见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9页。
参见 《拿破仑民法典》,李浩培、吴传颂、孙鸣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页。
黑格尔认为,人格一般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的概念。参见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

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6页。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1条: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
《拿破仑民法典》同拿破仑第一帝国一样,皆诞生于19世纪初,此时拿破仑帝国面临来自于反法同盟的内忧外患,

高度紧张的外部环境需要强烈的民族主义作为支撑;同样,在 《德国民法典》诞生之时,德国也面临着相似的国际环境,德国

首相俾斯麦将民法典奉为统合联邦的重要工具。所以无论是 《法国民法典》还是 《德国民法典》,其产生之时都承载着一定的政

治功能。参见孟勤国、戴欣悦:《变革性与前瞻性:民法典的现代化使命——— <民法总则>的现代性缺失》,载 《江汉论坛》

2017年第4期。



孟勤国:论人格权的伦理价值

等的主体地位,除此以外,权利能力没有任何的制度意义。对于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则以国民待

遇的方式确认其主体地位。权利能力是表达和确认本国人主体价值的法律术语,正如罗马法的人

格表达罗马帝国部分人的主体价值。所以,权利能力的伦理价值是本国人的主体价值。

人格权不同于古罗马的人格和近代社会的权利能力,这是主张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前提和基

础,没有谁认为人格或权利能力需要独立成编。正如梁慧星教授介绍的那样,《德国民法典》经

历了不承认人格权到承认人格权的立法过程,但 《德国民法典》的人格权本质上依然是人格或权

利能力意义上的,〔19〕也就是说,《德国民法典》只有人格或权利能力,其人格权不过是徒有虚名

的概念,或者说,《德国民法典》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其实就是人格或权利能力的衍生品,可以说

是伪人格权。我们现在讨论的人格权不是 《德国民法典》意义上的人格权,而是在现代社会生活

出现和蔓延的、基于人格要素形成各种人格利益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仅是 《德国民法典》第

823条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免受侵害的权利,更多的是隐私、肖像、个人信息等自主决定

和利用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仅是维持人格尊严和自由的权利,也包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商业化利用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仅是纯粹的人格利益的权利,也可以是法律许可的与人格要素

不可分离的财产利益的权利。澄清现代社会人格权与 《德国民法典》人格权之间的本质区别,有

助于避免学术争论出现自说自话的局面,就如梁慧星教授从人格或权利能力的立场上批评人格权

编草案。

人格权与古罗马的人格、近代社会的权利能力同属于人的主体价值,但它们之间不可相提并

论。古罗马的人格是人的主体价值发现阶段,虽然只是确认部分人的主体价值,但毕竟是人的主

体意识的觉醒。近代社会的权利能力是人的主体价值成型阶段,彻底解决了 “人之所以成为人”

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无疑是人类历史辉煌的一页。但是,权利能力只是确立了人的主体价值的底

线,在发现和满足人的需要上不能担当更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是需要,包括物质层

面和精神层面的需要。〔20〕周国平教授诠释马克思的观点,将人的本质分为 “人的自我决定”和

“人的自我实现”,前者是人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创造自己本质的过程,后者包括人的需要

的满足和人的能力的发展。〔21〕德国民法学家卡尔·拉伦茨认为,“人依据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

给定的各种可能性范围之内,自主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

限制”。〔22〕由此而言,人格权应该是人的主体价值的发展阶段,旨在满足人的自我决定和自我实

现的现实需要。近代社会的权利能力解决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问题,现代社会的人格权解决的是

“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人格权的伦理价值是充分实现所有的人的主体价值。

就人的主体价值内涵而言,权利能力确认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主体,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是以人的个体价值为目标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充分达了权利能力伦理价值的个人本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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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1〕,梁慧星文。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最为本质的特征在于能够创造历史、解放自己,而为了实现这一本质,需要通过自己的意识和

能力不断满足自己,“……第一个历史活动就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

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参见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

识形态 (节选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参见周国平:《人性的哲学探讨》,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89页

张平华、曹相见:《人格的司法构造———以 “伦理人”的历史演进为视角》,载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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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价值无疑是人的主体价值的内核,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的个体价值的发

展史,近代社会的变革基本完成了人的个体价值的发现和固定,民事主体平等作为一个公理或常

识深入人心,达到了没有权利能力也不会出现误解或曲解的程度。但是,人的个体价值不是人的

主体价值的全部,从来不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23〕人的群体价值也是人的主体

价值,而且与人的个体价值休戚与共。人是一个追求个体独立又不能孤独生存的物种,所有的人

都是人群的一分子,个体价值离不开群体价值。群体价值是个体价值生长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

说,在群体中彰显个体价值并提升群体价值正是个体价值的意义所在。人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

互为条件、互为手段、互为目的,构成完整意义的人的主体价值,所以,即便是发现和张扬人的

个体价值的时代,人的群体价值也始终不曾缺席,公序良俗在罗马法和近代民法的存在就是一个

有力的证据。

《德国民法典》从人的个体价值意义上认识人格权,人格权被定性为防御性权利并在侵权法

范围内予以保护,这是当时生活条件的反映。田园生活依然是当时主要或基本的生活方式,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有限、简单、短暂,人的群体价值对个体价值的正面意义几无显现。相反,中世纪

社会对个人价值的压抑或可归咎于人的群体价值。同时,当时人格利益狭窄、直观、粗糙,集中

在生命、身体、自由、健康之上,没有细化各种人格要素,人格要素也没有派生出财产利益,以

人的个体价值为基调的人格保护基本可以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在人的个体价值与人的群体价值

发生必须解决的冲突时,由公序良俗和公共利益出面予以调节,人的群体价值只是作为人格利益

的外部存在影响人的个体价值。当时的社会任务集中在力争人的个性解放,人们难免下意识地抗

拒人的群体价值进入人格利益,无视人的群体价值也是人格利益的内在要素,这或许是隐私最终

未能进入 《德国民法典》的根本原因,因为隐私只有在人的群体中才有人格利益的价值和意义,

是人的个体价值和人的群体价值的有机体。

现代社会生活矫正了 《德国民法典》在人格利益上的偏颇。城市化、工业化、智能化犹如巨

大的漩涡将个人卷入人群,人的个体价值与人的群体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的群体价值与人的

个体价值都是人格利益内在要素的本质,一览无遗。所有的人格利益包括生命、健康、身体和自

由都是人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互认,都是人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相互作用的结果,问题

只在于法律制度安排是否追求、能否实现人的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之间的利益平衡。全国人大代

表李杰、马一德建议安乐死进入人格权编,〔24〕掀开了生命权的面纱。生命权具有纯度最高的个

体价值,赞成和反对安乐死都是为了维护个体生命和尊严,似乎与人的群体价值无关,事实上,

信仰人的生命至高无上而拒绝安乐死,认为人有权活得有尊严而接受安乐死,这些社会观念都是

人的群体价值的体现。如果人格权编接纳安乐死,生命权也不再是纯粹的防御性权利,因为有了

行使安乐死权的内容。现代社会中,人的群体价值对于人格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人格权充

分实现所有的人的主体价值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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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参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在人格权编中增加安乐死的相关内容》,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31426954560361242&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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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格权的伦理价值与我国民法典编纂

明确人格权的伦理价值有助于科学讨论人格利益问题。人格利益决定着人格权的种类和内

容。梁慧星教授一再申明,人格权不可商业化、不可以转让、不可以牟利。〔25〕可是,现实生活

有许多人格要素商业化、人格利益财产化的现象,呈现人的主体价值的经济化。人的主体价值绝

不能经济化以免人变成被奴役的经济动物,这是 《法国民法典》和 《德国民法典》时代的担忧,

早已是杞人之忧。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价值经济化毫无疑问是指个体自主决定的经济化,不是

被他人奴役的经济化。人的主体价值经济化是提升和强化人的主体价值的有效路径之一,名人代

言给名人带来的精神满足和经济收益,是一种幸福,不是痛苦。“人命不能以金钱衡量”用来比

喻人命关天是可以的,如果用来证明死亡赔偿金不能包括精神赔偿金,则绝对是反智的,因为其

逻辑是:除了医疗费、丧葬费、赡养费等开支,人命一钱不值。但是,人的主体价值经济化不是

个体可以任性决定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群体价值,哪些人格要素可以商业化,形成什么样

的人格利益,以什么方式支配,都是一定的群体价值的法律表现,需要法律一一选择和规定。

明确人格权的伦理价值有助于合理确定具体人格权的权利义务。梁慧星教授反复使用防御性

权利的概念,既是论点又是论据,可是,这一概念客观上贬低了人的主体价值,万物之灵对于自

己居然只有被动的权利。人格权首先是人对自身人格利益的自我决定权和自我实现权,人的个体

自己决定和实现自身的人格利益,其他人不能替代。同时,人格权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

和主张,法律许可的范围是立法既考量人的个体价值又考量人的群体价值的结果,其合理性取决

于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平衡度。器官移植是人对自己身体器官的自我决定权,自我决定的权限

取决于立法的考量,在 “严格审核主义”〔26〕的群体价值下,健康的人不能以自杀方式捐赠自己

的器官。在器官不得交易 〔27〕的群体价值下,器官移植只能以捐赠的方式进行。然而,从器官供

应极其短缺的现实出发,在 “严格审核主义”的基础上允许国家严密控制下的有条件的器官交

易,也许能出现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双赢。此消彼长,人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具体诉求和

相互关系决定着具体人格权的权利义务,需要法律一一明确和规定。

明确人格权的伦理价值有助于理性保护具体的人格权及其人格利益。梁慧星教授以为侵权责

任是人格权保护的万能灵丹,可是,侵权责任只能用于人格权受侵犯的情形,不能用于人格利益

的支配和利用。具体人格权及其人格利益的法律确认不仅仅是为侵权责任保护提供对象,更重要

的是,法律确认本身就是人格权保护的重要内容,许多人格权及其人格利益其实无所谓遭受侵

犯,只在于能否支配和利用。生育权客观上无法遭受民事侵权,夫妻之间生育决定权的冲突也不

能解释为侵权,但生育权受到 “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保密、防止商业化”〔28〕等群体价值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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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参见前引 〔1〕,梁慧星文。
这种 “严格审核下的意思自治”来自于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对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 (以下

简称 “委员会”)相关职责的规定,例如该条例第11条规定了委员会的组成,第17条规定了执业医师摘取活体器官或者捐献

人的尸体器官之前,需要经过该委员会的批准,第18条规定了审查的内容。
参见程新宇:《生命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参见卫生部颁发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第一至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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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律如何确认生育权就体现了对生育权的保护。即便人格权及其人格利益受到侵犯,也不一

定需要侵权责任保护。当网上出现有损声誉的不实之辞时,要求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澄清声明,

可能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保护方式,王利明教授称之为回应权。〔29〕人格要素和人格利益的

主体价值差异极大,生命、健康、自由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姓名、肖像、声音,但商业化利用的可

能性相当低微,法律保护的内容和方式不能整齐划一。每一种人格权及其人格利益都体现不同的

人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需要法律一一考量和确定。

四、结 语

人格权编立法应高度重视和研究人格权的伦理价值。以人的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的具体诉求

与相互关系作为基本依据,研判哪些人格要素发育比较成熟,可以确立相应的人格权,赋之以什

么样的权利义务可以平衡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提供什么样的法律保护可以实现满足人格利益的

需求。权利能力确立人的主体价值的底线,人格权发现和满足人的主体价值的时代需要,中国民

法典的 “权利能力+人格权”模式为人的主体价值的提升和实现提供了足够的现实和未来的

空间。

Abstract:Theethicalvalueofpersonalityrightisthesubjectvalueofhumanbeings,whichin-

cludesindividualvalueandgroupvalue.ThepersonalityofRomanlawconfirmsthesubjective

valueofsomepeople.TherightabilityofGermancivillawconfirmsthesubjectvalueofitsown

people,buttherightabilityisbasedontheindividualvalueofhumanbeings.Itonlyestablishes

thebottomlineofthesubjectvaluethathumanbeingsareequal,andcannotmeetthemodern

needsofthesubjectvalueofhumanbeings.Modernpersonalityrightaimsatfullyrealizingthe

subjectvalueofallpeopleandpursuingthebalanceofinterestsbetweenindividualvalueand

groupvalue.Thisethicalvalueistheessenceofpersonalityrights,whichdeterminesthelegiti-

macy,rationalityandfeasibilityofpersonalityinterests,specificrightsandobligationsofper-

sonalityrights,andtheprotectionofpersonalityrights.Thespecificdemandsandmutualrela-

tionsofindividualvalueandgroupvalueshouldbethebasisofpersonalityrightslegislation.

KeyWords:personality,therightability,personalityrights,thesubjectvalueofhuman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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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王利明:《人格权的属性:从消极防御到积极利用》,载 《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


